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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教育研究在決策中的定位及其未來應有的展望。全文分成四部

分，首先以時間為分析縱軸，闡釋西方國家自一九五○年代至今教育研究與決策

間的互動關係；其次，以不同的模式分析教育研究與決策間的關係，如此作法，

旨在打破長久以來，研究與決策之間常被視為一種線性關係的迷思。受到後現代

思潮的影響，理論指導實踐的思考受到了挑戰，而教育決策與教育研究中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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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也應有所調整，這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論述的重點。最後，教育政策研究應從

以量化研究為主導走向質量取向的兼容；教師角色亦應由政策的執行者轉型為政

策的參與者、形成者；而為求教育研究發揮其效能，教育研究與發展系統更應有

良好的設計與規劃，以上是展望國內教育政策研究的幾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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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and prospect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policy making. Four parts are covered. Firs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1960s are 

explored. Second, different mode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es will break the myth of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policy.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ism,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needs to be adjusted, which is the main point in the third part. Finally, several 

prospect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 raised. They include that educational research 

should move from quantitative dominated to the combinative utiliz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teachers should transform their role from implementing 

policy to engaging with policy;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hould have a good design 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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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社會科學界中，如何使現實的環境透過有系統的探究而變得更為美好，是

學者所關切的重點之一。透過歷史的檢視，可以發現學者探究與政府決策間隨著

年代的進展而呈現出不同的互動關係。西方學者在近二十年來，探詢了教育研究

在決策中的發展軌跡，讓我們清楚地瞭解到教育研究地位的興衰起伏，一九五

○、六○年代可說是對研究深具信心的時代，當時普遍認為研究的結果可直接作

為決策的依據，然至一九七○年代開始產生信心危機，七○年代末期教育備受批

評，教育研究尤最（Husen, 1984）。一九八○年代對於教育研究的研討，重新建

立了研究與決策關係的概念，亦調整了對於研究的不當期待，研究不再被視為與

決策具有線性關係。Weiss（1982）指出研究係透過擴散（diffuse）效應而影響

決策。到了九○年代的今日，受到後現代不確定性思考的影響，原本備受尊崇的

學術體系受到質疑，以大學為本體所進行的研究能否發揮啟蒙功能，也被打上一

個問號。Hammersley（1994, pp. 146-148）即曾指出研究的啟蒙作用因後現代知

識論的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而遭到挑戰。雖是如此，吾人不能走上慶祝非理性、

拒斥研究價值的極端，但卻必須重新考量不同型式的知識的價值性，中小學教師

在實務工作上所生產的知識應有其地位，且不應與大學本位（university-based）

的知識界限分明。只有讓中小學教師致力於研究與知識的營造，教育政策方有真

正落實的可能。 

綜言之，本文共有四個關注點：首先分析自一九五○年代以降，教育研究與

教育決策間呈顯何種關係；其次則以不同的模式說明教育研究與決策間的關係。

文中的第三部分在探討後現代思考所引發的挑戰，教育研究所產生的知識是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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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源於大學學府；理論一定指導實踐嗎？這些都是論述的重點。最後一部份則

指陳教育研究在教育決策中的展望，此部分的論點一方面受到研究派典變遷的激

發，一方面則是在借鏡他國經驗後提出。 

  

  

貳、教育研究與決策互動關係的歷史分析 

  

    檢視西方幾個重要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教育研究的發

展歷程，可以發現幾十年來其教育研究在教育決策中的角色隨著不同的年代而有

所變化，以下我以時間為分析縱軸，作一歷史的回顧，以探討在各年代中教育研

究的定位以及相關論辯的核心問題。 

  

一、一九五○、六○年代 

在一九五○、六○年代，人們普遍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教育研究，能夠

提供科學與理性的基礎來解決問題；知識可以用來形塑較好的公共與教育政策。

社會科學研究用來產生事實（facts），並運用知識解決問題，這樣的思考使得政

策導向、量化研究獲得了堅實的正當性，而實徵研究在教育決策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OECD Secretariat, 1994）。一九六○年代同時也是各國投注大量教育經費

的年代，Husen（1984）稱呼當時為教育研究的「黃金時代」。以美國為例，在一

九六○年代，聯邦政府對於教育研究經費的補助跳升至2000%（Kennedy, 1997），

而美國國家實驗室（laboratories）與研究中心亦於一九六三年立法設立。 

此外，在一九六○年代中期，「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在發展與擴張自己的教育系統時

發現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都是類似的，諸如如何兼顧個人與社會的需求、教育資

源的分配，尤其是如何發展科技人力以持續經濟的繁榮。由於所面臨的問題雷

同，所進行的研究取向亦相類似，因而興起國際合作的念頭，以促使研究成果得

以交流。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成立了「教育研究與革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簡稱CERI），這是在政策領域中透過機構的設立以增進

國際合作的一個好例子（OECD Secretaria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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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七○年代 

    在大量的教育研究興起後，社會科學家期待自己所做的研究成果能夠形塑未

來政府政策的希望開始幻滅，乃轉而探討政策研究未被使用與誤用的問題，研究

未被使用的「話語」在一九七○年代不斷地在被複誦（Weiss, 1982）。另對於研

究在籌劃社會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開始有研究進行檢視。在一項CERI的

研究中，Eide於一九七一年指出一個核心問題：到底教育研究應該提供處方還是

應該側重問題的重新闡述以及提供不同的政策選擇（OECD Secretariat, 1994）。

另一九七四年OECD有一項研究，針對教育研究的定位及其與政策的關連進行評

估，該研究透過調查指出兩項重要問題：（一）研究與發展間常缺少明白的關係；

（二）教育研究與決策間並未存在清楚、線性的關係（OECD Secretariat, 1994）。 

對於上述研究中所陳述的問題與困局，在此時期並無法得到適當的解決，因

此，失望之情取代了從前對於教育研究的熱情，而這也引發了學者熱烈討論社會

與教育研究角色的適切性。在此同時，社會科學界雖充斥著研究派典（paradigm）

的爭論，然卻無益於恢復大家對於教育研究的信心。故而到了一九七○年代末

期，不但是決策者、教師，就連教育研究者也對於教育改革可以透過尋求普遍知

識而落實的可能性產生懷疑。不過，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

在一九七○年代轉向從事質性（qualitative）或詮釋性（interpretative）研究。研

究者使用行動研究、民族誌、及其他詮釋學、現象學取徑進行政策研究，他們的

信念不同於往昔；他們不認為教育研究與決策間存在著線性關係（OECD 

Secretariat, 1994）。 

  

三、一九八○年代初、中期 

一九八○年代的社會充斥著教育研究的信心危機，大多數國家的教育研究經

費雖然下滑，但並未終止（Nuttall, 1994, p. 29；OECD Secretariat, 1994, p. 6）。在

這樣的社會脈絡下，遂有學者企圖探討研究、決策與學校改進間的關係，更有跨

國性的對話產生，此可見於Husen與Kogan於一九八四年所編的“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How do they Relate ?”，及Kallen、Kosse、Wagenaar、Kloprogge

與Vorbeck於一九八二年所編的“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Making: 

A Reappraisal”等書中。 

在Husen與Kogan (1984)所編的一書中，作者們透過文獻的探討發現研究系



 6

統之所以產生危機，部分原因乃源自於研究結果的過渡推銷。過去對於研究所抱

持的想法是其可作為決策的依據，遂使計畫者、行政人員亟力找尋實徵事實以支

持決策。 

環顧一九八○年代有關教育研究應用的探討，已然脫離了傳統的功能詮釋模

式，此時學者開始以不同的想法詮釋研究與決策間的關係，過去研究與決策間呈

線性關係的天真想法已遭揚棄。在此時期，辯論的焦點開始轉為如何才能使研究

發揮其潛在的貢獻，而所探索的問題誠如OECD Secretariat（1994）所言，一如

一九七一年Eide所問的問題：如何才能使政府與實務工作者的需求得到滿足？在

協助政府與實務工作者進行教育政策的計畫與評估時，教育研究能夠以及應該扮

演何種角色？（p. 7） 

  

四、一九八○年代末期、九○年代 

至一九八○年代末期、九○年代初期，有關教育研究價值性的爭論漸形緩

和，此乃歸功於一些評鑑研究讓研究者得以與決策者、實務工作者保持直接的關

係，而此時學者探究的重點由教育研究的有用性轉為如何加強研究系統，以使其

更為有效能（OECD Secretariat, 1994）。 

在幾個OECD國家裡，教育研究機構以不同的型態出現發揮其影響力，例如

西班牙在其教育部裡設置研究機構，法國、德國、荷蘭則在部外設立與教育部具

緊密關係的研究機構。此外，大部分的國家在大學中亦設有教育研究機構，另則

有支持學校發展與革新的公私立機構，此可如荷蘭的「課程發展機構」（Institute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荷蘭語簡稱為SLO），及美國的地區性研究實驗室，

而在愛爾蘭與英國，研究審議會與基金會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OECD 

Secretariat, 1994）。 

在一九九○年代，對於政府在教育研究上應扮演何種角色的議題，有了積極

性的討論，討論的成果可見於Atkinson與Jackson（1992）所編的“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Reform: Roles for the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以及Tomlinson與Tuijnman（1994）所編的“Education and Refor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等二書。另者，有關教育研究與決策的探討在此時亦有擴大範圍的跡

象，教育研究、政策、實務（practice）與改革經常放在一起談論（如Hammersley, 

1994；Hargreaves, 1996； Tomlinson & Tuijnman, 1994）。在這些論述中，尤其是

涉及派典變遷的論辯，有助於吾人思考教育研究在教育決策中的定位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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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研究與決策間關係的模式分析 

  

一、研究與決策的關係模式 

社會科學研究在決策中究竟如何被運用，嘗有學者對此問題提出不同的解

析。早期有Janowitz於一九七二年所提出的兩種模式：（一）工程模式（engineering 

model），此模式將研究與決策視為一種線性關係，研究結果旨在提供決策相關的

事實；（二）啟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此模式不強調研究對決策有其直

接關係，相反地，它強調研究所提供的是智識與概念的貢獻。啟蒙模式的提出，

一方面舒緩了研究結果講求立即應用的壓力，一方面也減低社會研究者失望的程

度，可讓吾人重新思考研究在決策過程中應有的定位（Finch, 1986）。 

除上述兩種模式外，Weiss（1979）則將社會科學研究的使用情形細分為七

種模式。第一種是線性（linear）模式，此模式典型說明了自然科學研究的使用

情形，研究的開展係依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發展→應用的程序進行。第二種

模式稱為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模式，在此模式中，社會科學家被希冀去

提供實徵證據或研究結論，以便解決既定的政策問題，故而社會科學被視為直接

應用研究成果形成決定。第三種模式為互動（interactive）模式，從研究到應用

不是直線式的，而是不規則性的往返與相互關連的。此模式假定決策者與研究者

之間存在著不斷的對話。第四種模式為政治（political）模式，在此模式中，決

策者對於爭論多時的議題，心中早有定見，委託研究常僅為了支持自己原有的觀

點。研究者在此政治鬥爭場上，雖苦於自己無法說明清楚研究發現的真正意涵，

然其研究結果因為涉及政策辯論的各方都能接觸得到，故也發揮了澄清問題的功

能。第五種模式為戰術（tactical）模式，此指的是在研究中企圖掩埋爭議性的問

題，以便不必立即採取行動。第六種模式為啟蒙（enlightenment）模式，Weiss

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常以此種方式進入政策領域，亦即以滲透方式進入決策過程。

在此模式中，發揮啟蒙作用的研究，並不特指某一研究發現或是某一項委託研

究，而是泛指一般的研究，它可以幫助大眾瞭解與思考相關的社會議題，亦有助

於決策者拓展視野，敏覺於新的議題，以形成新的政策。最後一種模式，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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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研究為社會中智識事業的一部份」

（research-as-part-of-the-intellectual-enterprise-of-society）模式。在此模式中，社

會科學研究被視作依變項，就如哲學、歷史、新聞等依變項一般。當某一領域產

生某些的政治利益，便會騰出經費進行研究，而研究者的貢獻便在擴展辯論的視

野，澄清問題所在。 

Husen（1984）為探討教育研究者與決策者的關連，將上述Weiss所提的七種

模式合併為兩種：（一）啟蒙或滲透（percolation）模式；（二）政治模式。Husen

以為互動模式可併入啟蒙模式，戰術模式則可併入政治模式，至於線性與問題解

決模式的基本假定鮮能運用，故而捨棄。 

二、研究與實務的關係模式 

Hammersley（1994）在分析研究與實務的關連時，亦提出三種模式進行闡

述。首先是學術模式（disciplinary model），研究的目的在於提供學術知識，尤其

側重抽象理論知識的貢獻。此為長期以來學術圈中最具影響力的想法，然近來則

受到挑戰。其次為工程（engineering）或政策研究模式（policy research model），

此模式所構思的研究歷程如下：實務工作者面臨問題，卻欠缺解決問題所需的資

訊，研究者因而被要求提供實務工作者所需的相關知識或資訊。通常實務工作者

所要求提供的資訊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描述性資料、或是說明性資料；也可以

是評鑑政策成效的資料或是提供問題解決的處方式資料。總之，研究的目的在於

解決問題，而問題的形成與解決問題之道所需包括的內涵均由贊助者決定。最後

的一種模式，Hammersley稱其為批判模式（critical model），研究的目的在於啟

蒙不同類型的實務工作者，研究者扮演社會評論家的角色，針對公共領域中的議

題進行討論。在此模式中，研究可與既定的政策議題相關，不過，通常是長期性

的政策議題。另與上一模式不同的是在此一模式中探討主題的決定權掌握在研究

者手中，故而有些研究者探討的主題可能不為實務工作者所欣賞。 

綜觀上述學者所提出的不同模式，可發現其內涵大同小異，事實上在解析教

育研究與決策間的關係時，可綜合歸納為學術模式、工程模式、政治模式與啟蒙

模式等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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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現代思考的挑戰 

  

在後現代社會中，科學的確定性遭到懷疑，真理的獨一性也受到挑戰。實體

既是社會建構的，不同型式的知識便都有其價值，因而學術殿堂知識的優越性不

復存在。 

傳統以來，我們認為理論指導實踐；大學學府中所生產的知識應該用來指導

中小學的教育實踐，這種想法在後現代社會中開始動搖，大學與中小學所生產的

知識，其彼此之間的界線已經開始模糊化。Hargreaves（1996）在其文章中特別

強調在後現代社會裡，教師不應只是知識的使用者，他們更可以是知識的生產

者，因此他在分析知識如何被使用時以兩種不同的派典作說明：（一）知識的使

用（knowledge utilization），與（二）教師的知識（teachers‘ knowledge）。 

第一種派典指涉的是教師是大學所生產知識的使用者，這種想法盛行於一九

七○與八○年代，故而有關知識使用的研究均在尋求大學本位研究與發展的強化

及知識傳播系統的改進，期望如此作法能讓教師更容易接觸與運用這些研究成

果。而相關的教改政策，亦採由上而下的方式推行，肇使教師的角色十分被動，

僅是知識的使用者或是政策的執行者。在這樣的派典中，可以見到教育政策很難

落實，在六○年代中期所實施的新教材（Hopkins, Ainscow, & West, 1994），七○、

八○年代所發展的教育革新與課程方案（Hargreaves, 1996），均因教師未能接受

並確切執行而草草落幕。 

Hargreaves提出的第二種派典強調教師不再是知識的使用者，教師自己亦擁

有知識，這種觀點起自於一九八○年代中期。在上一個派典中，教師的知識總被

認為沒有系統，對其他教育工作者沒有幫助，然而隨著教師知識研究的逐漸出

現，深植於個別教師日常生活中的知識也被認為十分實際與豐碩。綜觀教師知識

的研究大致包含四類：（一）教師個人的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研究者

如Elbaz（1983）、Connelly與Clandinin（1988）；（二）教學的知識基礎，研究者

如Shulman（1987）；（三）反省式教學，以Schon（1983）為此領域的代表；（四）

教師研究，Lytle與Cockran-Smith是倡導教師研究最力的兩位學者，他們主張「教

育者應該發展一種不同的知識理論，一種不同的知識論以做為教師探究教學的一

種獨特且重要的方式」（Hargreaves, 1996, p. 108）。 

上面所提到的兩種對於教師知識的觀點雖是代表不同的知識論立場，但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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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之，卻可發現二者的界線並非十分清楚。事實上，教師個人的實務知識有部

分乃是源自大學的訓練，而師資培育機構現也漸融入教師的實際教學經驗。因

此，大學與中小學之間不應也不再是相互隔離的。今後，中小學文化與專業發展

網絡應當活絡化，如此教師方得將其實際知識與他人分享，而隨著合作與網絡型

態的建立，大學控制知識的霸權也將漸漸被打破（Hargreaves, 1996）。Hargreaves

（1996）呼籲現今該是大學學府中關心理論與實踐的人士體認並致力於不同型式

知識的營造，與中小學教師一起合作的時候了。而在我們作了上述的思考，調整

教師在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後，教育政策才有可能落實，教育改

革也才有可能成功。 

伍、教育政策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方法的多元運用 

西方自一九六○年代興起大量的教育政策研究後，實徵的量化研究一直居於

主導地位，直至一九七○年代，社會科學界產生研究派典的大論戰，質性研究方

進入教育領域。誠如Elliot W. Eisner所指出的，在教育研究的兩大趨勢中，其中

之一便是一九七○年代以降，質性研究成為另一種探究教育的方式，當時民族誌

(ethnography)是最主要的形式，至今質性研究的內涵則已然更形複雜與豐富

（Suppes, Eisner, Stanley, & Greene, 1998, p. 34）。 

Finch（1986）在分析研究與政策的發展歷史時，指出英國社會研究的歷史

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與中央政府社會政策的發展是並行且互為關連的，唯過去研

究偏於實證主義觀點，側重量化取向，運用大量的社會調查，所提供的僅是一些

較為浮面的事實性資料。因而，她呼籲使用質性研究取向，以使決策有更為完整

的研究基礎。Trow（1984）針對美國一項深具影響的教育機會調查研究----柯爾

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亦提出類似的批評。在柯爾曼報告書（Coleman et 

al., 1966）中，使用了大量學校組織與運作的量化資料（如學校設施、師生比等），

結果發現學校特徵與教育成效相關不大。Trow認為柯爾曼等人所使用的社會調

查並無法偵測出社會歷程的細微狀況，故其無法提出不同學校的孩子在其中學習

的真正差異。 

我國近四十年來教育研究的發展偏重量化取向，近十年來質性取向研究雖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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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增多，然在教育政策研究領域中仍不多見，故多元運用量化與質性研究以提供

教育決策較為完整的參考依據是未來我們所應努力的方向。 

  

二、教師角色的重新調整 

長期以來，教師的角色被定位為教學者、政策執行者，故而在政策擬定過

程中，中小學教師常常是默默工作的一群，他們聲音總未能被聽見，他們的聲音

總未能進入權力的核心，影響權力的運作。國內在這幾年的教育改革波浪中，大

多數中小學教師的處境正可用「被襲捲」三個字來形容（潘慧玲，民86）。 

像這類國家教育政策的擬定，僅將教師視為政策執行者的作法，

Darling-Hammond（1995）認為是屬於傳統的政策發展與執行方式，她稱之為「舊

派典」。這樣的派典存在著階層的概念，它將政策規劃與發展的責任劃歸政治或

行政菁英所獨有；教師僅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發展者。這樣的派典未能支持中

小學與大學之間進行合作與互動，因此研究知識僅被視為教師所應服膺與執行之

物，而不是教師可用其實務知識為基礎而共同參與和致力的。Darling-Hammond

故而疾呼，我們 

必須找尋一些方法來養成在地行動者（local actors）的能力，讓他們代表自

己的學生與社區作決定，以支持他們所發展的好的實務性知識，以支持他

們分析與回應問題的能力，以及支持他們對於自己孩子與社區集體負責的

動機（1995, p. 160）。 

事實上，從各國的教改經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上而下的教改策略

經常落得失敗的下場。因此，為使教育政策得以落實，學校革新能夠推動，教師

的角色務需加以轉型。教育決策的過程中應當少不了教師的參與，而教育研究想

要彰顯其對決策的影響，研究社群中更不應讓教師缺席，大學與中小學應建立合

作與互動的關係網絡。 

  

三、教育研究與發展系統的設計與建立 

    一九六五年，美國向貧窮宣戰，詹森總統企圖以教育作為對抗貧窮的手段，

故而設計了一套教育研究與發展系統，希望透過這套系統研擬教導貧窮與少數民

族孩子的方法，並加以傳布。當時成立了研究中心，用以提供改進貧窮孩子教學

的知識；設立了教育實驗室，負責將新知引介到學校；另則設置「教育資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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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ERIC），用以傳布研究成

果與知識。這樣的一套系統不但考慮了知識與研究的生產，尚考量了研究成果的

傳布，此外，為協助中小學接觸研究成果，還特別設有連結學術與實務的中間機

構。然此立意雖佳，推動過程中卻遭受頗多的批評，美國乃在失敗中記取教訓，

謀求改進，故於一九七一年設置「國家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簡稱NIE），統籌教育研究與發展業務（Tomlinson, 1994），但自一九

八五年起改由聯邦政府的「教育研究改進署」（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簡稱OERI）總其責（Bick, & Jackson, 1994；Fullan, 1991）。現「教

育研究改進署」負責六項業務：地區性的教育實驗室、國立教育與研究發展中心、

教育資源資訊中心、全國教育縱貫性研究、全國教育進步之評量、以及全國擴散

網絡（National Diffusion Network）（Fullan, 1991, pp. 258-259）。 

觀諸上述的美國經驗，頗值借鏡。他們從研究的執行到研究成果的傳播都作

了考量，這樣用心的設計使得教育研究得以對於決策與學校革新發揮較大的影響

作用。國內過去的政策研究，多是委託學術機構進行，近年來雖增加了申請方式，

但教育政策研究仍未有一套整體制度的設計，更遑論有所謂的研究成果傳播網絡

的建立。展望未來，我們除了設立國家教育研究院外，更應積極思考如何規劃一

套具有效能的教育研究與發展系統。 

  

  

陸、結語 

  

就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教育研究與決策間關連的探討，現已擴大範圍，將

教育實際、教育改革均包含在內，蓋教育政策之推動旨在改善教育現況，故探討

教育研究的議題時，自然免不了檢視教育研究與實際間的關連。 

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與研究者，不禁要不斷反思研究如何能對實際的社會產

生影響，尤其近十年來，許多國家開始積極推展學校本位的革新工作，如何能使

教育研究的成果發揮效用，而對中小學教育品質的提昇有所助益，當是教育學者

念茲在茲的課題。事實上，「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簡稱AERA）自去年起即針對教育研究的願景（vision）進行了一系

列的探討，邀請十幾位曾任該學會理事長的人士發表意見，並將其連續登載於「教



 13

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刊物中1[1]。然而反觀國內，這類的討論似乎

不多。身為年年生產教育研究的工作者，似乎是該回頭看看我們的產出是否未與

實際的生活世界脫節，是否也在社會上發揮啟蒙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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